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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图开展古籍保护和
“国门文化”建设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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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藏品脱酸的筛选原
则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该
藏品属于无可替代的保存对
象，必须保留原件；二是该
藏品可以安全脱酸。

1. 需要保存原件的纸质
藏品

除了其承载的信息内容
的价值外，不少纸质藏品还
具有凭证价值、文物价值、
工艺价值或鉴赏价值等，这
些价值是与纸张、字迹及其
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需要
保存原件才能得以体现。这
类纸质藏品主要有：档案、
某些书籍（如善本书、特装本、

手稿等）、工艺美术品、纸质历史文物等，这些纸
质藏品大多集文献价值、文物价值、鉴赏价值于一体，
很难通过复制品来完整体现其价值，是必须保留原
件的。

此外，还有不少作为艺术品和文物来收藏的钱
币类、邮票类、票券类等纸质藏品，也是只有原件
才能完全体现出其收藏价值。

凡是这些必须保留原件的，或只有原件才能全
面发挥其各种价值的藏品，若是以酸性纸承载或其
纸张已被酸化，是需要尽早脱酸的。越早采取脱酸
处理，其原件被保留的价值越高，越有可能延缓其
使用寿命。

2. 脱酸是否安全可行
需要脱酸的藏品，是否可能通过脱酸达到期望

的目的与脱酸是否安全是筛选的第二个原则。如有
涂层的纸，由于涂层的阻挡作用，现有的脱酸技术
是无法将碱性物质送达纸张内部的，即使其需要脱
酸，也无法达到脱酸目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脱酸技术达到去除纸内
酸性物质的脱酸对象，是否可能安全脱酸，则会涉
及以下几方面。

（1）纸张是否会受损
经过脱酸处理，纸张形体有可能受损、变形、

变色或质地发生变化，这就要考虑：该对象是否可
能采用脱酸处理；脱酸前是否需要进行修复处理；
采用哪种脱酸技术较妥当。

（2）字迹是否受损
经过脱酸处理，字迹有可能变色或褪色，这类

对象是不能采用脱酸处理的；经过脱酸处理，字迹
可能出现洇化，就得考虑采用哪种脱酸技术以规避
这类风险。

在脱酸对象的选择中，具有鉴赏价值的藏品是
否可以脱酸及采用何种方式脱酸，其选择的条件更
为复杂。尽管在脱酸处理中不会对纸张和字迹带来
明显的影响，但有可能会带来细微的变化，这些细
微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该藏品的美学价值，或是对
先前修复的痕迹产生微弱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到该
藏品的鉴赏价值。对于这类对象是否可以进行脱酸
处理，需要评价脱酸技术能否把这类微弱的变化控
制在被接受的范围内。

（3）粘合剂是否可能受损
若粘合剂在脱酸过程中可能受损，被装订藏品

在进行整体脱酸前就要考虑安全问题。此外，已有
的修补处或文献内部原有的被粘合的字条是否会在
脱酸过程中脱落；若有松动，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这些问题都是在脱酸对象的选择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对于书籍一类的藏品，其脱酸安全性的
选择要比档案更难，这是由于书籍的载体材料种类
太多且多混杂地捆绑为一体，在脱酸对象的安全性
考虑上，除了纸张和字迹的安全性外，还有装帧材
料等。

本报讯　 3 月 25 日至 29 日，
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省古
籍保护中心主任马云川带领 4
名馆员，就 2020 年云南省古籍
保护工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
建设工作，到普洱市、临沧市、
保山市、墨江县、凤庆县、昌
宁县等地开展调研。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墨江县
图书馆古籍保护情况；认真听
取了普洱市图书馆对区域内古
籍保护工作和“国门文化”建
设情况的汇报；深入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图书馆（以下简称
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实地调
查傣文古籍保护情况，详细了
解 2019 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

西双版纳州图书馆挂牌“傣文
古籍文献提供中心”后，西双
版纳州图书馆搜集散落民间的
傣文古籍的进展情况，并建议
由西双版纳州图书馆筹建傣文
典籍博物馆，积极联合相邻州
（市）县构建中国傣文献提供
中心；现场查看临沧市图书馆
从民间搜购的傣文古籍；实地
调研了凤庆县图书馆古籍文献
的收藏保护和图书馆公共服务
等工作；对昌宁县图书馆地方
文献、民族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查看了保
山市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情况，
并就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古籍
保护和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
设等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此

外，调研组还到保山市收藏古
籍较多的永昌阁（永子棋院），
就围棋专题文献收藏、保护以
及建设专题文献图书馆等情况
进行了调研交流。

通过到各地走访，调研组
较为准确地掌握了云南省部分
州（市）、县民族古籍保护工作，
特别是区域内少数民族古籍收
藏、保护、修复、数字化等方
面的具体做法、成果和存在问
题，详细了解了各州（市）、
县加强“国门文化”建设的必
要性和建设配置需求，为下一
步更好地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
层图书馆服务效能、推进古籍
保护工作、推动“国门文化”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图书馆调研组一行调阅临沧市图书馆从民间搜购的傣文古籍

翰苑撷珍　VR 助阵

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云览”服务
本报讯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馆藏古文献总量为 150 余万册
（件），善本 20 余万册，居全
国高校图书馆古籍藏量之首，具
有规模宏大、种类齐全、珍品众
多等特点。为满足疫情期间读者
的文献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以
VR 形式，将“翰苑撷珍——北
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古文献展”移
到线上，方便读者走近古籍、利
用古籍。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古文献
不仅为北大教学与科研提供重要
的学术资源保障，还面向社会为

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提供文献资
源服务。其馆藏古籍中有完整的
敦煌卷子 200 余号，宋、元刻本
300 余种，明刻本逾万种，抄、稿、
写本 9000 余种，活字本 3000 余
种；馆藏金石拓片 4 万余种、4
万余件，囊括了缪荃孙艺风堂、
张仁蠡柳风堂二家藏拓。

此次“翰苑撷珍——北京大
学图书馆珍藏古文献云展览”以
北京大学图书馆 120 年发展历史
为脉络，以重要古文献入藏为节
点，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特色专藏
予以重点介绍，由方功惠“碧琳

琅馆”、李盛铎“木犀轩”、马
廉“不登大雅之堂”、缪荃孙“艺
风堂”藏拓、张仁蠡“柳风堂”
藏拓、程砚秋“玉霜簃”、燕京
大学藏书和“大仓文库”藏书八
个部分组成，展示了唐代写经、
宋元刻本、稀见抄本与名家批校
题跋本、新入藏金石拓本等珍贵
古文献共计 60 余种。通过 VR
形式，读者可以像实地观展一样
感受展品的分布及编排思路，且
每件展品都有清晰的展品图及语
音介绍，更方便读者走近展出的
古籍。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特殊时期，全国范围内都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而身处疫情中心的湖北各地
图书馆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行动，从带领图书馆人下沉社区做志愿服务，到提供丰富多彩的线上资源，满足读者的
信息与阅读需求，他们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打出了“书香战疫”的口号。而说到古籍保护与服务，各图书馆亦各显其能，
疫情期间虽然有一定的障碍，但仍做了大量工作和规划，为疫情后的“万物复苏”做准备。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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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重庆梁平，我前往湖
南邵阳隆回，去寻访李志军师
傅的古法造纸作坊。

2013 年手工纸调查期间，
李师傅给我们寄来几款他们那
里特有的以雪花皮（瑞香科植
物）为原材料的手工纸。其中
有一款特别亮眼，纸张呈现出
淡淡的古朴，带着旧时的清雅
气息，非常适合用来修复。爱
之心切，当即向李师傅电话订
购。他告诉我们，这批纸样已
经销售完了，不过会特地再为
我们制作一批。不久，新纸送到，
打开一看，纸张从骨子里透出明
亮的鲜黄色，仿佛新媳妇冲着
公婆喜气地憨笑，全失了原先
样纸所特有的那份古朴清雅的
本色。李师傅后来对此有非常
委屈的解释：“汪老师，您告
诉我纸张是用来做古籍修复的，
所以我特别精心制作，这么漂
亮的颜色，多好看啊，像迎春
花似的，为什么不能修书呢？”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疑
惑，自己更加纳闷：同样是与

纸打交道的
人，怎么对
纸的要求差
距会这么大
呢？也许辜
负了李师傅

的好意，但这件事最后倒是让
我更加明白，就中国传统的手
工纸而言，即便是同一个纸坊，
不，就算是同一个做纸师傅，
不同时期做出来的纸都会有差
异。所以我经常劝别人，看到
合适的手工纸，尽可能多存一
点，别指望以后还能买到一模
一样的。我不知道，这究竟是
经验，还是一种遗憾。

在参观李师傅的作坊前，
我们先顺道拜访了已经 93 岁、
专门做纸帘的陈师傅。这次访
纸，不断刷新着我对民间底层
手艺人生存状态的认知。陈老
师傅住在一座两层的土坯房里。
房内还是泥地，几只母鸡旁若
无人地在屋内外悠闲踱步。周
围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到处堆
砌着废品杂物。屋内唯一一件
显眼的器物，是一张被岁月磨
出厚厚包浆的、锃亮的竹躺椅。
让人心酸的还有老人的袖口衣
角，也如同那个躺椅一般油光
锃亮。这位老师傅是当地做手
工纸帘技艺最强的，至今眼不
花，动作快，编织细腻紧密，
远近村里的小伙子都做不过他。
有人说他天生是做帘子的好手，
虽说一张 80 厘米 ×90 厘米的
帘子能卖到 2800 元，无奈现在
做纸的人少了，买帘子的人相

对也就少了，老人的生活自然
举步维艰。老师傅举着自己做
好的帘子让我欣赏，只见黑色
桐油刷过的竹丝排列细密齐整，
框架上面用红色的漆字写着“陈
银生造”。

比起陈师傅住所的简陋，
李师傅的纸坊经过改建，现在
是一个灰砖墙、黑瓦房的独立
小院落。院门正上方挂着“烟
冲古法” 的竹制牌子，另一边
是隆回县文广新局于 2016 年颁
发的“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传习
所”牌子。院落内数幢小平房
各自独立，上面分别挂着焙房、
香粉纸作坊、书画纸作坊、古
纸加工坊等标牌，屋后则是沤
料的池子，功能区分相当明确。

参观的时候，仅有一位师
傅在抄纸，我留意到水槽的上方
接入了两根水管，一根是常见的
塑料管，另一根是竹管。询问后
才知道，竹管引入的是山泉水。
在枯水季或者水量不够时，就用
自来水补足。我问抄纸师傅，用
山泉水和自来水有何差别。他回
答：“山泉水嘛……用起来好，
滑，好捞纸。”这应该是一线师
傅的切身体会，无怪乎纸坊都要
建在近水源处。在水槽另一侧，
我又见到了石凼，里面却堆着不
少明显已经成型却断裂的纸张。

李师傅在一旁不无懊恼地说：
“昨天榨纸太大力全压断了，一
天白干了，得重新踩浆再来一
次，还得损耗不少浆料。”这可
真是非常可惜，要知道，一般要
达到榨纸的数量，起码也得有
五六百张纸。李师傅得知我没有
看过踩凼操作，当即挽起裤腿，
褪去鞋袜，现场给我演示一番。
12 月的隆回，气温最高不超过
10 度，更何况在山里，想象着
滑腻冰凉的浆料在脚底的触感，
我忍不住缩起了脖子，也更感慨
纸工的辛苦。

与梁平手工纸制作一样，
这里也是采用人工压榨法。压
榨法利用的是杠杆原理，以人
力加压榨干抄纸中的水分。为
了加大杠杆的力量，纸工们需
使出浑身解数，全身联动使劲，
加力转动滚轮榨压，以达到除
水的效果。这无疑是一个靠体
力和经验的过程，仅看到辊轴
中间那段被麻绳勒出的深深印
痕，就会让人有颇多感触。

近年来，李师傅除传承滩
头手工纸非遗项目外，还致力
于新纸的开发。比如说，他加
工制作的古油纸，就是在滩头
手工纸的基础上，加上某种油
类物质，经过十多道工序加工
而成，主要提供给文物部门用

来包裹文物。他甚至还想生产
媲美宣纸的滩头纸，祝愿他成
功。

辞别李师傅，我还拜访了
隆回“忠良美”年画的陆显中老
师。他是一名年画制作者，但更
像是一个底蕴深厚的藏家或者
是艺术家。他的代表作《湖南滩
头新刻老鼠聚亲全本》年画图，
传递出幽默诙谐的气息，但更让
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作坊对手工
纸进行了再加工。他使用的加工
原料，也是就地取材，取当地河
边特有石料，磨成细粉，再对手
工纸施胶粉。让我惊喜的是，我
发现他收藏的花纸老版以及部
分老花纸，或施蜡砑花，或刷色
点粉，精美无比。陆老师告诉我，
原来滩头的花纸作坊非常多，比
年画还要多。比起年画的装饰功
效，滩头花纸可用做包装，可做
墙面，也可供祭祀之用。而现在，
虽然人们收藏的主要关注点集
中在年画，但陆老师另辟蹊径，
收藏了几百块这样的花版，也算
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滩头花纸的
工艺，在清末的很多奏折上都
出现过，不少档案馆都有收藏。
衷心希望陆老师能够通过收藏
老版恢复生产这一类型的花纸，
为纸质文献的修复多提供一种
可能的材料。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代乾
隆年间，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
史。全书共收录当时所存历代书
籍 3461 种 79309 卷，存目 6793 种
93551 卷，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
丛书，因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
故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
编成之后，共誊抄七部，分藏于
南北七座藏书阁，后有一半在清
末因战乱而毁散，只余三部半，
现分藏于各地。本书内容虽不无
缺陷，但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
繁荣学术等方面居功至伟，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促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并配合《四库全书》
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于 2018 年组织北
京、甘肃等《四库全书》收藏地

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全国
性的“走近四库全书”系列宣传
活动。同年 10 月，活动按计划首
先在国家图书馆及部分首都高校
举办，通过展板、讲座、互动体
验及手抄经典等多种形式介绍《四
库全书》。2019 年，京外活动也
相继举办。各地举办活动期间，
中央和地方媒体及时予以报道，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举办“走近四库全书”系列
宣传活动，无疑是当前我国文化
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意
义不容低估。不过与活动期间的
热烈氛围相比，“走近难”的现
实状况未免让人略感忧心：首先，
举办这项活动，前提便是此前民
众普遍不曾“走近”《四库全书》，
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其次，活动的举办也很难在短期

内有效改变“走近难”的窘况。
从历史上来看，《四库全书》

在成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
要是供皇室及少数士子阅览，广
大民众根本无缘接近。近代以来，
《四库全书》不是因战乱而毁散，
就是为避祸而转徙，幸存部分后
来又被严密保藏，即便是专家学
者也难得一见，遑论普通民众。
早在民国初期，有识之士就曾为
影印《四库全书》奔走呼号 , 但其
愿望经久未能实现。上世纪 80 年
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
渊阁本被影印出版，这是《四库
全书》第一次化身千百，为人们
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不
过由于印量有限，多达 1500 册的
豪华版影印本也往往被奉为珍本
秘籍，以定点收藏、定时服务的
模式发挥作用，不能走出小众读
物的范畴。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电子版文渊阁本开始出现
并广泛传播，从而使广大民众能
通过数字终端查阅《四库全书》。

但是影印本和电子版的问世，
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全面了解《四
库全书》，因为自文渊阁本影印
流布后，学界通过比勘得知，其
他三阁之书在文本上都与文渊阁
本有着很大的出入。例如国家图
书馆杨讷先生等曾发现，仅在集
部 1273 种文献中，文津、文渊两
阁本的篇、卷差异就多达 788 处；
兰州大学汪受宽先生等又在已选
印的文溯阁四种文献中，发现了
与文渊阁本在图、文方面的差异

883 处；此外，浙江大学高明先生
也曾在文澜阁散出的一部四卷残
存本《网山集》中，核对出与文
渊阁本的异文 70 余处。由此可以
推知，诸阁本之间的文本差异会
有多么显著，如此显著的差异赋
予了每一阁藏本独具的文献价值。

进入 21 世纪，文津、文澜阁
本也都相继被影印出版，文渊、
文津阁本还出版了仿古影印本。
至于文溯阁本，虽然在 2003 年出
版了选印本，但仅收录四种文献，
主体部分至今仍藏在深阁人难识。
多年以来，学界一直呼吁尽早影
印出版全套文溯阁本，同时完成
和完善诸阁本电子版。只要这两
项工作没有完成，民众与《四库
全书》之间依然会有难以逾越的
最后一公里，四库学研究难免会
倍受掣肘，各种“走近”活动也
将大打折扣。因此要问我们离《四
库全书》还有多远，显然无关乎
空间上的距离，因为空间距离已
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时间距离，
不过答案恐怕只有等历史来宣布，
但愿不要让大家等待太久。

在 2018—2019 年“走近四库
全书”系列宣传活动中，北京、
甘肃分别组织学生和专家学者参
观了《四库全书》原书。这种参
观当然仅具象征性，是一种短暂
且被严格限制的活动。从典藏的
角度来讲，必须坚持古籍文献“保
护第一”的原则，“走近”并不
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走近原书，更
不会允许每位走近者都去触摸和

翻阅。但是从使用特别是专业研
究的角度来讲，也不该杜绝所有
人走近原书，即便有影印本和电
子版替代品，也应该在保证原书
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专
家学者走近原书，并特许他们动
手翻阅。有时候只有亲眼目睹、
亲手触翻原书，亲身感受原书气
息，才能从文本、载体乃至装具
等多个层面完整感知经典的生命，
否则了解便只是一知半解，研究
也难免隔靴搔痒。

开展“走近四库全书”系列
宣传活动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
但“走近”意味着民众应该“主
动”，在目前少数专家学者都难
以走近原书，广大民众与《四库
全书》之间仍旧被重重阻隔的情
况下，这种主动“走近”难免会
遭遇尴尬。其实如果换个思路，
让文献保护、保存方成为主动者，
早日打通民众与《四库全书》之
间的最后一公里，把《四库全书》
“推送”给民众，让文献主动走
近民众而不是相反，问题将迎刃
而解。当“走近”变成“推送”，
《四库全书》才能由小众读物变
成大众读物，四库学研究也才能
获得全面、充分的发展。依此思
路，我们应当尽快影印出版文溯
阁本，并建成基于现存诸阁本文
本内容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优质《四
库全书》数字平台，让《四库全书》
走向广大民众，进而跨出国门，
使这一经典巨著及其所承载的中
华传统文化为全世界共享。

□浙江　汪小帆

一个杭州女子的隆回一日“忙”
九龙山里看做帘子，桃林看手工造纸，隆回看“忠良美”年画

□甘肃　韩春平

我们离《四库全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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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立

潘美娣习惯于随身携带一个类
似“工作日志”的小本，常常会记
录下每天的工作、感想、思考和收
获，不像现在的修复档案那么规范，
但已经坚持了很多年。顾廷龙先生
看到后非常高兴，曾在太仓古墓文
献修复完成后语重心长地对潘美娣
说：“你不仅要修好书，还应该总
结经验，把体会写下来。”于是，
1987 年，潘美娣根据笔记，写成《太
仓明墓出土古籍修复记》。

顾廷龙先生阅后，十分欣喜。
他拿起桌上一张便笺，写下评语：
“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足以
自豪。”经顾廷龙推荐，《图书馆
杂志》当年第五期刊登了此文。“顾
廷龙、潘景郑等老先生对我的影响
特别大，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
又有了《古籍修复与装帧》专著的
出版。”潘美娣的这本专著由顾廷
龙题签，潘景郑作序，因内容翔实，
体系完备，成为了业界权威教科书。

“我记得有一次在馆里修一部
宋刻本，把整个书页展开时，书口
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
由于对版本不了解，潘美娣拿去请
教顾廷龙馆长。顾先生一看，兴奋
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
确定此书版本的又一有力证据。对
顾廷龙“片纸只字都是宝”这句话，
潘美娣第一次有了切身体会，也更
坚定了做一个有心人的信念！ 

补纸染色是近来潘美娣比较忧
心的问题，也是她多年来有心观察
的发现。对于修复用纸的补配，《装
潢志》很早就提到“宁浅勿深，念
薄勿厚”的方法，“实际上大家也
基本是这么操作的，但我还是碰到
了几次补纸颜色过深，甚至与之连
接的书页部分都被大面积污染的情
况，不得不引起重视”。潘美娣举
例说，曾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
一册前人修复的古籍，补纸是一大
块直接贴上去的，这些纸有的染过
色，过了若干年之后再看，补纸的
颜色浅了，周围书页的颜色反而被
污染变深，看上去极不协调，严重
的还会影响字迹的清晰度。

对于这一问题，潘美娣认为，
首先，现在补书是有标准的，如果
纸质较好，则补纸与书页的连接处
最好不超过 0.2 毫米，这样即使会
出现颜色偏差，也不至于产生太大
的不和谐；其次，补纸到底要不要
染、怎么染，是一个需要集中研讨
的问题。“现在我这样教学生们：
如果要染纸的话，就干脆多染一
点。染了以后，先蒸一下固色，这
次用不完，就放在那儿，以后要配
纸的时候也许就用上了。”潘美娣
介绍说，但这不能彻底解决补纸染
色带来的问题，如果有机会，还是
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开展一次集
中讨论。

“ 让 古 籍 修 复 技 艺 传 承 下
去”，这是潘美娣现在常说的一句
话。2000 年退休后，她犹如一位“传
道者”，先后受聘于广州中山大
学图书馆、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
学校与山东省图书馆，培养古籍
修复人才。2007 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启动后，她更加忙碌，
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班授课，
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2013 年至今，“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所”培养人才模式在全国推广，
潘美娣又先后担任“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东传习所、
中山大学传习所、安徽传习所导
师，收徒 25 人。

“古籍修复是一件很枯燥的
事情，需要坐得住、有耐心，需
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认可。”
潘美娣常常与徒弟们倾心交谈。
她认为，古籍修复不是一个“能
挣钱”的行业，带不来太多的个
人财富，但是能给国家和后代留
下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要从事
这一行，首先要对此有明确的认
识且能够接受和认可；然后就是
要对古籍有敬畏之心，在修复的
过程中切不能随意发挥，凭自己
的想象去做，必须时刻牢记“整
旧如旧”的大原则，以保护古籍
原书为目的展开修复。

对于现在的人才培养及技艺
传承模式，潘美娣认为优势很明
显，既培养了一批高学历的专业
人才，也扩大了修复队伍，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往往
高学历的人才，更愿意也适合去
做研究工作，与干具体活儿的修复
人员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需
要进行一些区分；另外，年龄大
的人与相对年轻的人相比，学东
西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动手能力
也不一样，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潘美娣看来，古籍修复与研究
各有侧重，若能够较好地结合，
共同服务于文化传承会更好。

潘美娣：

故纸堆里的“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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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银发，步履轻捷，说一口悦耳的
上海话，一举一动如行云流水，让人听着
看着便觉是一种美的享受。

她是当代很多修复师口中的“大师姐”，
更是众多年轻人心中的“好师傅”，从业
50 多个年头，从拜师到收徒，她从来没有
放下过手中的“活儿”，一心传承技艺，
延续古书生命。

她就是古籍修复师——潘美娣。

1963 年，17 岁的潘美娣因为身体原
因，从舞蹈学校转业到上海图书馆。上
班的第一天跟着领导见过师傅后，潘美
娣便被分配了任务——搓纸钉。“我的
师傅是被称为‘南派圣手’的曹有福，
古籍修复技艺非常了得。当时已七十有
三的他话不多，拿出一沓纸，自己动手
搓了一个纸钉，然后说下午你就干这个。”
一开始，潘美娣搓的纸钉像麻花一般，
中间是实心的，跟师傅搓出的空心且直
挺的纸钉相距甚远，虽然勉强可用，但
她并不满意。经反复揣摩，潘美娣领悟到：
书籍装订打孔时，师傅搓的纸钉头尖尾
钝，外实内空，穿过书眼时可以拉长，
穿好之后又可以回弹，才能把书页固定，
又不伤及书页。而实心纸钉散开时，没
有弹性，产生力度会损伤书页。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潘美娣终于
搓出满意的纸钉，手指已僵硬不听使唤。
搓过的纸钉，装满多半抽屉。这时，师

傅才开口：“好了，不用再搓了。”潘
美娣感慨道，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我
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她被派往北京
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
班，跟随北派高手、有“国手”美誉的
张士达学习。张士达一看潘美娣搓的纸
钉，马上称赞说：“这丫头搓得不错。”
那个年代，师傅不会轻易夸人，这算是
很高的褒奖了。

跟搓纸钉一样，修复工作中有许许
多多细节看起来简单，实则很有技术含
量，需要不断磨炼基本功，比如墩齐书
页、裁书、磨刀、数纸等。“纸书装订
需要先墩齐书页，就去拿馆里的废报纸
练；没有工具可以将很厚的书页裁齐，
师傅就给了两把马蹄刀，让自己去开口。”
潘美娣介绍说：“现在马蹄刀已经很少
见了，以前我们用的那种需要自己去磨，
而且磨刀很讲究，磨不好就会卷口，但
若磨得好，再厚的书也是一下就可以裁

好。”这些都是潘美娣入行时必须练的
基本功。如今，工具先进了，修复师对
手上基本功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但
基本功真的不重要了吗？对于潘美娣来
说，技术的改进恰恰需要建立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只有先把老祖宗好的东西
传下去，才能更好地改进和提高，还没
学会走就想着跑肯定是不行的。

在上海图书馆期间，除了要练基本
功还要讲规矩，受到顾廷龙、潘景郑等
老先生的影响，潘美娣在古籍修复的各
个环节都非常细心，对古籍充满敬畏感。
比如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
要求所有人拿书、还书时一定要用书夹
板捧着，且书口要朝向自己的胸口，以
防走路时若书口朝外会被风吹起，从而
伤害书籍；书不能靠在身上，或用下巴顶，
以防汗水污染。

这些规矩与基本功深深烙印在潘美
娣的身上，成为她享用一生的财富。

     教技艺，传心得，

做传道授业的“空中飞人”

工匠筑梦——古籍修复影响力人物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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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矩，练基本功，先会走才能跑

     不怕脏，不畏难，用心用脑相结合

从 17 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已有 50 多个
年头，潘美娣经手修复的珍贵古籍达万余册（件），但她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两次出土文献的修复。一次是 1972 年，
上海嘉定明墓出土一套成化年间唱本；一次是 1984 年，
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一套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这些古
籍深埋地下，历时既久，受潮霉烂，甚至被腐尸浸透，黏
连板结为“书砖”，修复难度极大。

上海嘉定明墓中发现成化年间唱本后，因上海博物馆
没有古籍修复人员，顾廷龙便派潘美娣前去支援。她回忆
说，这套书在腐尸血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血水早已干透，
书籍四周结成硬条状，如果硬揭，肯定会把书揭坏，这对
书口有字的地方极其不利。于是采用了先洗，然后上笼屉
蒸的办法，蒸到书口硬条状软化，在书页温热状态下，尽
快把书页揭开，再逐页进行修复，最后做成金镶玉的形式
保存。“这部书修复后的样子网上都能看到，但因为以前
没有修复档案，都是拿来就修，很遗憾当时出土时的原样
已经看不到了。”潘美娣说。

1984 年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
时，太仓县博物馆迅速派人清理，但苦于无从下手，于是
包裹在一块塑胶布里，辗转送到了上海图书馆。袋子一拆
开，刺鼻恶臭扑面而来，在场的人落荒而逃。“上面霉菌
的菌丝都已经很长了，红的、黄的、黑的都有，飘了起来，
让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可怕了。”潘美娣现在想起
那情景还感觉心有余悸。但顾廷龙先生强调：出土古籍就
是国家珍宝，不管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修复。

潘美娣与同事们迅速制定修复方案，同样是先清洗后
揭页的步骤，只是这次揭页遇到一个大麻烦，即当书页揭
到最薄几层时，再也揭不开了。潘美娣采用了一种创新手
法，称为“夹揭法”：准备好与书页大小相仿的毛边纸，
粗涩一面刷上一层稍厚糨糊，把待修书页夹在两张毛边纸
当中黏住，糨糊干了以后，双手分别拉住毛边纸边沿，均
匀用力地把夹在中间的书页拉开。这时，一张书页分成两
个单页，黏在毛边纸上。再把黏着书页的毛边纸浸湿，使
两者分离。

“使用夹揭法，调制的糨糊浓度很关键，太稀则夹揭
的纸与书页黏不住，太稠则会使书页受到伤害。糨糊要根
据纸张厚薄、牢度等情况调制。”潘美娣补充说，这种方
法对于民国文献的修复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比如说民国时
期的报纸因两面有字，不能像古籍似的从背面补字，那就
可以用夹揭的办法，把一张报纸揭开，从中间托一层纸进
行加固，然后再还原回去，还是一张完整的报纸。 “当然，
如果纸质已经焦脆就不能再采用夹揭的办法，因为极易损
坏原件。”潘美娣强调，修复就是这样，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稳妥一点是必要的。

太仓古墓出土文献的修复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潘
美娣学艺 20 年，修复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亦得以完美展现。
这一修复成果奠定了她在当代古籍修复界的地位。

出专著，勤思考，做古籍修复的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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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古籍保护情怀（下）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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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每一
项工作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学术成果。这是
我的看法，也是我对特藏部同仁的希冀与
要求。近 20 年来，他们深得其要，在古
籍工作和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中大图书馆古籍编目的三个发展阶段

近 20 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古籍
编目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
连续跨上了三级台阶。

第一个是古籍善本书目编纂阶段。在
韩锡铎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的同仁花数
年之力以四库法为基础完成了近 40 万册
线装古籍的编目工作，第一次摸清了家底，
实现了线装古籍的固定排架，既便于检索
利用，又便于财产清点。在此基础上，韩
锡铎先生建议编纂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
古籍善本书目》，我自然大力支持，乐见
其成。这部馆藏善本书目的出版亦是韩锡
铎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竭诚服务的最好
见证。韩锡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辽宁
以后，沈津先生到职，提议增订馆藏善本
书目。于是，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
部同仁以原有善本书目为基础，增添新购
善本和重新提取的善本，编纂出版了《中
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
下册）。

第二个是古籍书志编纂阶段。在沈津
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开展书志的编纂，先后推出了《中
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
和《〈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

第三个是版刻图录编纂阶段。2014 年
初，沈津先生向我提出编纂《清代版刻图
录》的建议，我欣然同意，并希望以《中
国版刻图录·初编》为圭臬，在继承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经过
四年多的努力，特藏部同仁王蕾、倪莉、
肖卓、陈莉、李福标、丁春华、蒋文仙、
李卓、张红、凌菲霞等共同完成了《清代
版刻图录·初编》的编纂工作，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可喜可贺！

这些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还合作编辑
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包括：
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合
作，耗时十年编纂完成 520 册大型历史文
献丛书《广州大典》；与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耗时十年编纂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
项目 400 册《清代稿钞本》、100 册《民
国稿钞本》，以及 20 册《中山大学图书
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25 册《美国驻
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等，
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

传之海内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
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此外，尚有
若干部有关馆藏碑帖的著作已经
杀青，不久将会出版问世。

下面来说说特藏部同仁的新
成果——《清代版刻图录·初编》。

文献保护跳出佞宋的窠臼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
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
从近 40 万册线装古籍中遴选具
有明确刊刻年代和刊刻者的清代
刻本 1798 种、活字本 14 种、朱
印本 11 种、套印本 3 种，共计
1826 种，包含经（272 种）、史

（490 种）、子（324 种）、集（633

种）、丛（107 种）五大部类古籍，
涵盖康熙（4 种）、雍正（3 种）、

乾隆（81种）、嘉庆（133种）、道光（267种）、
咸丰（109种）、同治（283种）、光绪（910种）、
宣统（36 种）九朝刻版。每种古籍取卷一
卷端、扉页、牌记书影 2 至 8 幅，共收录
书影 4994 幅，并配以文字说明，记述分类、
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
注等内容，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
术价值的清代版刻学术成果。

明代以来，佞宋之风有增无减，仿佛
非宋元旧椠不足以夸耀。民国以来有关善
本的时间范围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后
移的态势，下限从乾隆以前延伸到 1912
年以前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最近又有延伸
到 1949 年以前之议，这是古籍保护观念
的进步，但仍然没有跳出佞宋的窠臼。宁
波天一阁的藏书向为学人看重，可是大家
时常罔顾一个基本史实，当年范氏家族并
非以收藏宋元旧椠为重，而是大量购买“当
代书籍”。这些“当代书籍”数百年之后
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善本。图书具有历史、
学术和文化三重价值，善本的界定理应三
者结合，不可仅以历史价值为重，而忽略
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要以历史价值
为重，也必须以图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
间轴上是否留下刻痕印记为准，而不在于
时间的远近。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金的《家》
《春》《秋》初版本就应该列为善本，即
使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初版本现在也应
该以善本视之，不可以等到一两百年以后
再将其列入善本范围，这不是文献保护和
保存应有的观念。

在特藏部同仁确定编纂《清代版刻图
录·初编》后，我时常听到他人一些不理
解的声音，甚至有的国家级古籍出版机构
的编辑也不以为然，认识不到《清代版刻
图录》的价值，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清
代是我国版刻图书的集大成时代，也是存
世古籍最多的时代。清代版刻图书犹如一
座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跨不过也绕不过，
不能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不能顾左右
而言他，只能直接面对；又犹如一座宝藏
呈现在我们面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
能舍近求远或者舍本逐末，守着金山银山
去讨饭吃，只能不断发掘。

版刻图录编辑出版的发展阶段

版刻图录的编辑出版兴起于西方珂罗
版影印技术在中国流行的民国时期，大抵
有以下两类：一类是藏家书影，如：陶湘
辑《涉园所见宋版书影》（1937 年武进陶
氏影印本，共收书 39 种），王文进编《文
禄堂书影》（1937 年影印本，共收书 50 种）

等；一类是断代图录，如：《宋元书影》（民
国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共收书142种），
潘承弼（景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
录初编》（1941 年开明书店影印本，线装
4 册，共收书 203 种）等。总体上收书数
量较少，且以宋元版书影为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版刻图录的编纂出
版条件大为改善，因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北京图书馆编、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
图录》由文物出版社以珂罗版影印出版，
1960 年初印，选书 500 种，有图版 662 幅，
宣纸印刷 300 部；1961 年增订再版，选书
550 种，有图版 724 幅，道林纸印制 500 部，
版画中的彩色画面以珂罗版套印，品质上
佳。该图录选辑历代代表性雕版印书的样
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展示各
个时代和各个地区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
风格变化，在刻版书籍之后还增加了活字
印本与版画部分，成为系统反映中国雕版
印刷成就精华的大型书影图谱，堪称集大
成之作，开启了中国版本目录学的新纪元。
惜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此之后版刻图录
或者书影的编纂出版沉寂了 30 余年。

20 世纪 90 年代末，版刻图录的编纂
出版再次兴起。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
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出版，共 5 册），收录清代各个时期各种
样式的代表性刻本 350 种，选取一幅书影，
间或两幅，按年代先后编排，每种书列有
卷数、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份、版框高
宽等信息。周心慧主编《明代版刻图释》
（学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共 4 册），
收录明代版刻书籍书影 1000 余幅、明刊
版画 200 余幅，按刊行时代、地域或版刻
流派排列，每种版本有简要释文。

总体来看，20 世纪古籍图录的编纂出
版历史大体上呈现出每隔二三十年潮起潮
落一次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古籍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国务院陆续批准
公布了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五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国家的推动下，
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相继编纂出版了
一批印刷精美的馆藏珍贵古籍图录，出现
了史无前例的古籍图录编纂出版高潮。特
藏部同仁亦曾提议编纂出版馆藏国家珍贵
古籍图录，我没有首肯，原因是不成系统。
可是，《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则不然，
不仅可以系统地反映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
藏清代古籍，而且可以系统反映清代版刻
图书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版本学和目录学
价值。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初稿收录中
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代古籍 2639 种，书
影 8000 余幅，后经反复筛选最后选定清
代古籍 1826 种，书影 4994 幅，虽然定稿
较初稿的篇幅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是
无论是在收录图书的种数上，还是在收录
书影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已经出
版的所有古籍图录，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
规模的断代版本图录之一。

创新性采用时序编排法

在古籍图录的编排方式上，潘承弼（景
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41

年开明书店影印本）采用的基本上是版刻
类型编排方法，依照分代、监本（附官刻）、
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
活字、套印、绘图、附录分为 12 类。每

种书的图版之后附有跋语，说明书名、卷
数、册数、作者、版刻时间、地点、刊行
者、纸张、原版框大小等，并略加考证，
每类前有小序。全书之后附人名、书名、
室名索引。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

（文物出版社 1961 年增订版）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刻版，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
排，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
代刻版古籍 460 种，书影 598 幅，展示了
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从中可看
到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刻印的书在字体风格
上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版刻风格
的延续性；第二部分活字版，收明清两代
活字版书影 40种，图 50幅；第三部分版画，
收宋元明清版画 50 种，图 76 幅。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主要是采用
时序编排方法，全书按古籍刊刻时序编排，
相同时间的古籍则按经、史、子、集、丛
分类编排。这种依照时序编排的方式能够
客观而清晰地呈现清代版刻的时代变化，
是古籍图录编排方式的一种创新。例如：
牌记兴起于宋元，流行于明季，至清代逐
渐被扉页所替代，从《清代版刻图录·初编》
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这种流变。

有清一代存世古籍浩繁，一馆之图录
终难反映其全貌。如何凸显其特色，是一
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清代版刻图录·初
编》在古籍的遴选上科学地处理了普遍性
和典型性的关系，清前期刻书相对较少则
尽可能多选，清后期刻书较多则尽量精选，
而总的原则是同一刻书者（官书局）同一
年同一类古籍只选一种。因此，《清代版
刻图录·初编》也就构成了一张全面展现
清代版刻历史全貌的完整拼图。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在借鉴前人
著录成果的基础上，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
扉页、牌记书影 2 至 8 幅，书影所揭示的
版本信息更加全面完备。每种古籍的书影
同样配有文字说明，详细说明分类、题名、
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事项，
书后附有题名、著者、藏版者索引，可谓
集大成之举。

总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是一
部极具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的清代古籍版
本学和目录学优秀成果，堪称中华古籍图
录的佳作。

（本文小标题系编者所加。作者系中
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
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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